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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探讨语气的本质入手讨论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认为语气是情绪性语义的外化形式，是语言的共性。以不同语言表现语气的不同手段为比较参项，可以看出汉语表现语气偏重于句末语气助词的类型学倾向。对汉语语气助词历时演变和地域界限的研究，可以建立汉语语气助词的历史类型和方言类型。汉语是一种语气概念结构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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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nature of modality and discusses the typ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t recognizes that modality is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semantics of mood and is a universal for all languages. It then contrasts devices for expressing modality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contrast indicates that Chinese relies heavily on its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for modality.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alectal differences of modality particles may help establish a typology for the history and dialectology of Chinese. Finally, it claims that Chinese can be considered a language of modality structu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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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是各种语言普遍存在的语法范畴。汉语的语气表达偏重于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因而句末语气助词语法功能的研究成为语气研究的重点。为这一研究模式奠定基础的著作《马氏文通》认为“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
 马氏是仅把“华文”与“西文”相对而言，所以有此语。至于“华文”以外的日、韩等东方语言的情况，他虽未言及，恐怕未必毫无所知。马氏以后关于汉语白话语法的论著，在语气问题上多继承其描写传统而发扬之。最近20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兴起，关于语气助词在近代汉语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不过这些论著还没有涉及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类型学角度提及汉语语气助词的论著，笔者仅见到刘丹青的《语言类型与汉语研究》
一文。文中的一段话，对汉语语气词的类型学价值作了否定性评断：
    跨语言考察对“特点”“特色”的另一大冲击在于，许多被认为是汉语特色的东西远不像
人们想像的那么特殊。《马氏文通》在“泰西葛朗玛”常见词类之外为汉语加设一类“助词”，
指的是语气助词。这一做法引来一片叫好，连批评马建忠过于“模仿”的学者也对“助词”之
设不吝称赞。但由此便认为语气助词是汉语（或汉语的亲属语言）特有的“特色”，却在跨语
言比较面前经不起推敲。陆镜光（2001）的跨语言考察显示，语气词之属，遍及亚、欧、美几
大洲的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随着类型学愈益为人了解、随着人们的语种视野愈
益开阔，那种拿汉语“特色”来抵挡现代语言学的努力恐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
汉语“特色”现象将被跨语言考察证明原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刘丹青近几年致力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绩已令人瞩目。但读到上引这段话时本人却产生了疑虑。这段话不仅否定了《马氏文通》特设一类“助词”（按：当为“助字”）的功绩，而且否定了汉语言学界一向认为的“语气助词是汉语（或汉语的亲属语言）特有的‘特色’”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在跨语言比较面前经不起推敲”，然而他本人并未提供出跨语言比较后“滔滔者天下皆是”语气助词的证据，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陆镜光（2001）的一篇“手稿”的篇目《汉语语气词的类型学考察》。

那么，陆镜光的那篇“手稿”是否如刘丹青所言，认为“语气词之属遍及亚、欧、美几大洲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呢？笔者因未见此“手稿”，便打电话询问陆镜光本人。陆说那篇“手稿”仅是提交给“第一次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的一篇论文提要，该提要至今尚未形成全文，而刘丹青文中所述并非他那篇“提要”的本意。笔者追问陆镜光：就你所通晓的英语而言，英语有像汉语中这样的语气助词吗？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笔者没有“遍及亚、欧、美几大洲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知识，更不可能进行那样多语种的“跨语言比较”，仅仅就知道一点点英、俄语的情况而言，至少在很有代表性的这两种欧洲语言中，并无像汉语所具备的那样丰富的语气助词。俄语中仅有一个疑问语气助词ли[li]，但并非必居句末，功能与汉语语气助词也不能同日而语。语言类型研究的目的固然在于确定语言共性，但是，“为了作语言类型研究，必须确定某些参项，根据这些参项给世界语言划分类型。”
 而“语言共性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人类语言内变异的限度。”
 也就是说，类型研究也好，共性研究也好，都不宜把某一种或某些语言中属于特性的现象判定为普遍现象。上引刘丹青文中的断言，不仅不符合人们熟知的语言常识，而且在目的和方法上也有背于他所推崇的类型学理论家伯纳德·科姆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如果类型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果真是亚、欧、美那么多语种在语气助词问题上有“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共性，最终则很可能导致人们对类型学研究本身价值的怀疑。当然，我们宁愿把刘丹青的上述断言看作仅仅出于一时的疏忽。
那么，汉语的语气助词究竟是否具有类型学的价值呢？

二  语气的本质和语言的共性

要讨论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性质，首先需要认清语气的本质所在及其与语言共性的关系。语气是一种很难定义的东西，不同语言表达语气的手段又不尽相同，因此，关于语气的定义可谓形形色色，众说纷纭。以下几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a.叶斯柏森认为：（语气）“表达了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某种态度”，“是以用动词的形式表现这种心理态度为条件的，所以语气是一种句法范畴，不是一个意念范畴……”

b.吕叔湘认为：“语气”可有广狭两解。广义的“语气”包括“语意”和“语势”。所谓“语意”，指正和反，定和不定，虚和实等等区别。所谓“语势”，指说话的轻或重，缓或急。除去这两样，剩下的是狭义的语气：假如要给他一个定义，可以说是“概念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
（吕先生在这里其实并未给语气一个总的定义）。

c.王力认为：“凡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叫做语气；表示语气的虚词叫做语气词。”
“若译成英语，语气可称为emotional moods，语气词可称为emotional particles”。“中国有些副词也可认为语气词之一种”，“副词的位置在谓词之前，语气词的位置在一句之末”，“称为语气副词（emotional adverbs），使它和普通副词有分别。”

上列3家，叶斯柏森的观点概括的是欧洲语言事实，所以他说语气是“用动词的形式表现的，而且只限于句法范畴”。不过他一方面说语气与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态度有关，同时又说语气“不是意念范畴”，难免发生扞格：态度不是由意念决定的吗？《马氏文通》把语气助词分为“传疑”、“传信”两大类，“疑”、“信”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头脑中的意念。吕叔湘划出“语意”、“语势”两类“广义语气”，其实“语势”也和意念有关。王力指出祈使句加上“啊”有加重语势的功用，同时又说“语势加重之后就带催促的意思”
。王力这句话中所言现实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催促的意思（意念）使语势加重，就在祈使句末尾带上了“啊”。就是说，意念是语气发生的内在动因，语气则是意念的外在表现。
不过，王力的卓越之处不在强调语气与意念的相关性，而在强调语气与情绪的相关性。语句固然是表达意义的，但由于使用语句的人或对句子内容的真值有看法，或在利害观价值观上与语句内容或所指现实有关联，于是便自然地产生出一种主观情绪。这种情绪是说话人选用相应说话态度、句法结构或句式句类的心理基础。它表现在话语上就成了语气。因而任何语句都不是客观世界概念结构的纯粹的语言表现，而是“概念结构+主观情绪”的话语表现。也就是说，任何句子都有语气。不同句子在语气上的差异，不是语气的有无，而是语气的类别、语气的强度以及表现方式的不同。
我们试以古代汉语语气助词“耳”为例进一步说明语气的情绪性质。《三国志·魏书》记载了一则魏国名臣崔琰因使用语气词“耳”而获罪的故事：魏太祖（曹操）为魏王时，杨训献表章歌功颂德，被时人嘲笑“浮伪”，崔琰曾是杨训的举荐者，也因此受到非议。崔琰向杨训索来表章的草稿看后，在回信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省表”是劝杨减少歌功颂德的表章。“事佳耳”意谓杨所颂扬的功德只是“事佳”而已。不料有人借此离间生事，说崔琰“傲世怨谤”，结果则是：

    太祖（曹操）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
琰为徒隶……

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一书中引用上文中的“太祖”语并分析道：“‘耳’为仅可未足之词，故曹公谓非佳语也。”古代语气词“耳”，相当于“而已”及现代口语中“不过……罢了”。句中含有对所言之事尚欠称心的情绪。“生女”固然是好事，但世人重男轻女，以致“生女耳”在当时已成为流行的谚语。曹操援引此谚语证明崔琰所谓“事佳耳”的“耳”“非佳语”（不是好话），认为此字流露出了对他不满的情绪。后来崔琰竟被“赐死”。我们在感慨同情崔琰不慎不幸的同时，又叹服曹操对语气词“耳”的敏感竟是惊人地准确。

不过，“情绪”还不以包括语气的全部本质。曹操所谓“耳”的“非佳”之意，杨树达所谓“仅可未足”之意，都是说“耳”包含着一种价值评断。价值属于语义范畴。只不过这种语义并不是事物分类的概念意义，而是由价值评断、语用目的、言语态度等等因素综合而成的，既具体可感而又抽象难言的语法意义。这种语法意义我们称为情绪性语义。情绪性语义在内部语言尚未转化为言语时，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可以称之为“语气概念”。语气概念在言语中被外化，就成为语气。简而言之，语气就是情绪性语义的外化形式。

我们把语气的本质定义在情绪范畴，可能会引发一个疑问：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他的话也有语气吗？如果这样发问，“情绪”就被误解为“激动”。如果我们承认冷静客观的叙述也有语气（陈述语气）、“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之类科学表述也有语气（断定语气）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只要一说话，就会带上某种情绪，或者是相对平静的情绪，或者是相对激烈的情绪，因而任何语句都有语气。

总之，由于人类共性的普遍存在，人类的情绪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语气也就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是一种语言共性。由于迄今为止恐怕还不能说可能有一种语言是没有语气的语言，只能说任何语言都有语气，那么按照类型学的说法，语气就是一种“绝对共性”（absolute universal）。从表面上看，“任何语言都有语气”与说“任何语言都有元音”一样，似乎是一个没有实际价值的命题，然而实际上获得这一认识更便于我们讨论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因为既然任何语言都有语气，那么不同语言在表现共同的语气时的手段差异就有了类型学价值。“语言共性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人类语言变异的限度。类型研究跟这种变异的研究直接相关……两者所关注的都是语言间的变异。”
假如我们确定某种不使用语气助词的语言为比较基准，那么汉语即便不是唯一的极端变异，也是大量使用句末语气助词的变异类型的众多语种之一。
三  参项分析

按照伯纳德·科姆里的说法，如果区分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应选择“限于各语言间事实上有变异的那些参项”
。本节试选几种参项略作分析，目的主要想说明在表现相同内容和相同语气时，汉语与英、俄语正好处于用与不用句末语气助词的两个极端。科姆里强调“类型研究导致共性确立”
，但他并不认为需要把语言特性推广到其他不具此特性的语言，而是承认“有时候确实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种语言利用某一特性比一般自然语言充分得多”
。如果我们承认语气概念存在的普遍性，那么我们也应当看到它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充分表现于句末语气助词的特殊性。

就一般语言而言，表现语气的形式手段有语调（intonation）、情态动词（modal auxiliary）、词序（word order）、副词（adverb）、插入语（Parenthetical expression）、语气助词（modal particle）等6种。其中用语调和情态动词（汉语称“助动词”）表现语气，是一般语种共有的现象。在屈折语中，动词的屈折变化也用于表现语气。词序作为表现语气的手段，指的是像英语的疑问句那样，把叙述句的系动词、情态动词或助动词提到主语之前：

（1）Are you Chinese?  你是中国人吗？
（2）Can John play the piano?  约翰会弹钢琴吗？

（3）Have you got something for a headache?  你有治头痛的药吗？
如果是特指问句，疑问代词一定要置于句首：

（4）Where is the restroom？  洗手间在哪儿？
（5）How many bags do you have?  你有几件行李？
像（1）（2）（3）中的英语句这样颠倒叙述句词序来发问的方式，汉语是不用的。汉语的是非问一般在叙述句尾加语气助词“吗”。如果去掉（1）（2）（3）汉语句子中的“吗”，仅用上升的语调，句子仍可成立，只是令人觉得口气生硬，不像普通的非问句，而像在反问或质疑。至于（4）中的汉语句“洗手间在哪儿？”也可以把“哪儿”置于句首，说成“哪儿有洗手间？”汉语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位置是不固定的。词序变换和疑问代词的位置并不是汉语表达疑问语气的语法手段。
（4）（5）中的汉语句尾没有语气助词，似乎特指问句不需要语气助词。实际上，汉语特指问句中语气助词的出现与否，往往与说话人的情绪有关。像（4）（5）中不用语气词的汉语句，是说话人处在平常情绪中说的。当一个人找了较长时间没有找到洗手间，他可能会有点儿急躁地发问：

（6）（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呢？（我怎么找不到呢？）
或者：（7）洗手间（到底）在哪儿啊？（怎么这么难找啊？）

在这种情况下，语气词“呢”“啊”表达强烈情绪的功用就显示出来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你有几件行李？”这句。当说话人见对方行李件数很多，有点诧异，就会好奇或责怪地问：

（8）你（到底）有几件行李啊？

可见，“呢”“啊”固然不是专职的疑问语气词，却有体现强烈情绪和强烈语气的作用。强烈语气在英语中当然也有，但由于英语没有句尾语气助词，只能用升高音值。增强音重或拖长音时来表现。

语气副词是汉英两种语言都用的。表示推测语气的“也许”，英语说maybe。假如一位乘客在飞机上觉得冷，他可以说：

（9）也许我可以再要一条毛毯？

这句话用英语这样说：

（10）Maybe I can have another blanket？

不过，句子（9）的末尾可以加上语气词“吧”，使推测的意味儿更浓，有点近于猜测或“自言自语”了，译成英语须在（10）后添一“附加问句”（tag question）。
（11）也许我可以再要一条毛毯吧？Maybe I can have another blanket, can’t I？
如果把（11）的汉语句中的“吧”换成“呢”，说成：
（12）也许我可以再要一条毛毯呢！

说话人此时一定觉得可能性很大，有点兴奋，句子带上了一点儿夸张的意味，疑问的程度几乎没有了。由这些例子可以见出不同的语气词在改变句子语气中的作用。
    插入语也是汉、英、俄等语言用来表现语气的共用手段。如：当然—of course（英）—конечно（俄），这样的词可以对应直译。不过由于汉语有句末语气助词作为辅助手段，有的外语句子需要借助语境才能表现的细微的语气差别，汉语句子通过语气助词的有无或类别选择就可以显现。因此像下面（13）的英语句子译成（14）（15）（16）3种都有可能：

(13)What on earth are you going to do?
(14)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较为委婉）
(15)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有些惊讶）

(16)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含有不满甚至恼怒）

下面的俄语句子在汉译时如果不加上语气助词“呢”，就显得过于肯定，只有加上“呢”，才充分显示推测意味，更能酷肖说话人的口吻：
（17）А мой Алексей，должно быть，где-нибудь в катры играет！
我的阿列克谢大概在什么地方玩牌呢！

有的英语句子中的插入语在汉语中仅表现为一个句末语气助词。下面两例取自屈承熹（2006）：

    （18）A：他家很穷，你就不要跟他来往了。

            He’s from such a poor family, you better not be friends with him.

          B：他家有三条牛呢。For your information, they have three head of cattle.

（19）A：你现在等着毕业了，真开心。
        You are just waiting to graduate. How happy you must be!

      B：我还得写一篇论文呢。Well, you know, I still have a thesis to write.

设想如果不是汉译英，而是英译汉，再设想把（1）例中的for your in formation,译成“告诉你”，把（2）例中的well, you know译成“是啊，你知道”，就非常生硬，远不如仅用句尾一个“呢”，既自然又含蓄。这两个“呢”，屈承熹先生认为在句中起的是增强对话的“连续性”的作用。“连贯性”是一个篇章语法的概念，而从语气角度看，就是使上下文语气连贯自然。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用来表达语气的手段，为汉语与英俄等语种所共有，而英俄语没有汉语独有的正是句末语气助词。汉语表达语气倚重于句末语气助词的事实是很明显的。
汉语句末的语气助词还有一种复叠的使用法，就是把两个或三个语气助词串在一起用在句末，表现更为复杂的语气。如《红楼梦》第109回中的句子：
（20）二爷今晚不是要养神呢吗？
这句是麝月见宝玉疯癫不肯安睡，劝宝玉睡觉的话。“呢”和“吗”连在一起，包含两层语气——一层是提醒：二爷曾说过今晚要养神呢；另一层是反问：莫非你忘了说过要养神的话吗？又如文中宝钗问五儿的话：

（21）你听见二爷睡梦里和人说话来着么？

“来着”是确认已然的语气。由于宝钗拿不准宝玉是否真的“说话来着”，故又追加一个“么”（相当于“吗”）要求从是非上给予回答。

可以这样复叠使用的语气助词，现代汉语中还有“的呢、了呢、了吧”等等。其实，古代汉语中也有不少，如“也夫、乎哉、焉耳、焉哉”等等，三个语气词连用的如“焉耳矣、也乎哉”等等，《马氏文通》多有论列。有的用久了，就融合成一个音节，于是人们又另用一字来标写。如《马氏文通》引顾炎武《日知录》“而已为耳”，就是说“耳”来自“而已”。又如现代汉语的语气词“啦”是“了”和“啊”的叠合，“啰”是“了”和“噢”的叠合，“呗”是“吧”和“欸”的叠合，等等。复叠和合成的语气助词，由于表达的情态复杂，英、俄等欧洲语言没有对应形式，就更难准确翻译。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尽管语气作为一种绝对共性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不同语言使用不尽相同的手段表现语气，这一共性也许并不像所有语言都有元音之类的共性那样无意义，至少我们可以根据语气表现手段的差异区分一些语言类型。在是否仰赖句末语气助词表现语气这一点上汉语与英俄等语言不存在共性，属于不同类型。

四  历史比较和方言比较

语言类型的研究有助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原因是类型研究重视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相似特性，并试图推测它的来历。伯纳德·科姆里指出了语言间的相似特性的存在大体上有4个原因：一、巧合；二、亲缘关系，即母语继承；三、地区上的联系，即通过接触而借用；四、语言共性（绝对共性或倾向共性）。他还指出在确定亲缘关系时区分这4种原因的必要，尤其是“需要排除出于借用或属于倾向共性的相似特性”
。
伯纳德·科姆里的见解可能给我们的汉藏语研究以一些有益的启示。汉藏语系那么多语言用句末语气助词，在起源上不该是巧合；语气助词基于情绪，接近叹词之自然出声，性同天籁，很难在语种之间借用；而其他系语言句末语气词可以一个也没有，照样以另外的手段表达情绪，据此则可以排除它是倾向性共性。四者之中既已排除其三，唯一可能的就是出于亲缘关系，即母语继承。但是语气助词是对言语口吻的模拟，言语是随时代演进而变化的，语气助词古今是大不相同的，上古汉语只在先秦有记录，除汉语外的其他汉藏系语言均无上古的记录，倘若要通过比较而论证其同源，语料的选取就成了难题。比如已知相当于汉语“你去了吗？”的疑问句式，景颇语说：naη 33 sa33 sǎ55 ni51 ？
 又已知此句中的ni51的功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吗”或古代汉语的“乎”，然而无论是用“吗”或“乎”去比较，景颇语的ni51，在方法上都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还知道“吗”起源于唐五代时的“无”和“摩”，与“乎”已不同源，仅是功能相似而已；而用“乎”比较ni51，又犯了用古语比较今语的禁忌。何况，汉藏语系数十种语言，其间语气助词数量悬殊，形态（读音）各异，功能参差，要说这么多语气助词源自同一母语，直观上就会觉得不可能。更何况不少语气助词是由其他的功能词语法化（虚化）而来的，怎能强为比较呢？那么，汉藏系语言语气助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就不可能了吗？那也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比较就是发生学上的比较，即为什么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在演化中各自都能发生出一套语气助词来，这肯定有类型学上的原因。假如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就可能是伯纳德·科姆里所说的“蕴含共性”。
就汉语本身而言，类型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汉语语气助词的历时变化的认识，从而建立起汉语语气助词的历史类型学。王力（1958）曾认为：“汉语语气助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助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
。但是这一断言看来过于绝对化了。笔者（2006）的文章表明：上古汉语的语气助词“也”未尝消失，它经过语音、用字、功能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演变成了现代汉语的语气助词“啊”（包括“呀”、“哇”、“哪”之类变体）。又如关于上古语气词“尔”与近现代语气词“呢”的关系，杨树达《词诠》中已有所推断，但未作详论。王力（1958）则认为“从上古到近代，中间有将近一千年的空白点，历史的联系无从建立起来。因此，这种假定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日]太田辰夫（1958）已通过援引《祖堂集》论及五代的“聻”就是从上古汉语的“尔”发展而来的，到了元曲中又变为“呢”和“那”
。江蓝生（1986）则以更为丰富的语料和深入的分析，论述了从“尔”到“呢”之间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认为“聻、你、尼、那”是这一过程中的“中间形式”，“有了这些中介为依据，由‘尔’变‘呢’说才比较可靠”
。
江蓝生“中间形式”一说，已涉及在汉语语气助词历时演变研究中建立历史类型学的必要。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历史跨度数千年，汉语面貌变化巨大，而汉字的不表音又掩盖了这一变化的脉络，增强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困难。倘若能持历史类型学的观点，把音韵、字形、语义、功能作综合考察，使语气助词分阶段地得到重点研究，则不仅可能对汉语语气助词的演变脉络获得更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可能从理论上“表明类型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对理解句法演变的机制有重要作用。”

以上所论还都限于“雅言—官话—普通话（国语）”这一汉语主流系统。假如我们把眼光投向方言领域，则景观又为之一变。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认为，汉语存在南北两大地理类型。这一说法已为学界接受。不过桥本的材料多据词汇、语序和民族史。实际上，语气助词的地域界限比词汇和语序更加清楚。早在先秦文学中已有这一界限存在：《楚辞》中许多语气词，《诗经》就从来不用。现代的社会交往尽管频繁，然而由于方言的草根性和系统封闭性使语气助词很难移借。前几年方言学界讨论了一阵“特征词”，争议都在有限的几个实词上。倘若把语气助词列为目标，或许还能减少一些争议。

汉语语气助词地域界限的划然性可能不弱于声韵调系统。仅就大端而言可以举出的有：

1．数量的多寡：北方方言语气助词数量较少，南方方言语气助词数量远远过之。北京话中的语气助词，单用的与叠合使用的加在一起，大约是20个左右。苏州方言的语气助词，单用的就有20个，叠合的（二音节和三音节的）有34个，合计54个。（钱乃荣2003）广州话常用的语气助词有近40个。（方小燕2003）
2．功能的精粗或有无：语气词多的南方方言，语法功能划分精细，语气词少的北方方言，语法功能划分较粗略。因此，南方方言中某些语气词在北方方言中难以找到对应形式。如吴方言中专用于表示威胁口吻的句末语气助词“喏”（读作[no]或[n ]），在北京话中就没有对应形式。又如上海话的“辣海”本来表示“在那里”的意思，现在已经虚化为语气词了，但是北京话中没有表示这种语法意义的语气词（徐烈炯、邵敬敏1998）。

3．声韵类型差异：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其语气助词声母限双唇辅音[p]、[m]和舌尖鼻边音[n]、[l]，韵母主要用[a]，其次用[ ə ]、[o]、[e]，合音时间或添加韵头[i][u]。因此结构较简单，类型也不复杂。南方方言由于有古代汉语的遗留音，又有古越语、古楚语的底层音，其语气助词声母和韵母的种类相当多，音节类型也纷繁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列举。

另外，有些地方方言或次方言的语气词特征，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上海、苏州的“阿”可置于句首表示疑问，其实并非吴语的普遍现象。又如山东阳谷方言语气词“咧”[lie]相当于北京话的“呢”（董绍克2005），陕西神木方言保留古代汉语语气词“也”[ia]的语音和用法（邢向东2004），广州方言的“咩”[mε 55]、“啊”[a33]有帮助、配合语调指明焦点的作用，“口既”[kε 33]表示确认，“啦”[la 33]表示肯定，“口添 ”[t‘im55]表示遗憾，“口架”[ka33]表示不满（方小燕2003），四川方言用“口山”[se55]表示显而易见的确认（王文虎等1986），等等。这些特征词的性质就像人的面孔或遗传基因（DNA）一样，是某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标记”。
方言之间语气助词的比较研究，目前尚少人从事。倘若能把各方言或次方言之间语气词的类型性差异描写出来，就可以归结出汉语方言语气助词的地域或地点类型。

结  语

汉语表示情态的语气偏重在句子末尾表现，无论句尾有无语气助词都是如此。句末语气助词只是强化、固化了这一手段而已。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汉语语气为什么偏重在句尾？这恐怕与汉语动词缺乏形态变化有关。正因为缺乏形态变化，屈折语中用屈折形式表现的情态功能，就得用句子后部的语气来体现。当句尾没有语气词时，这一功能靠句尾语调承担；当句尾出现语气助词时，句尾语调退居次位，语气词就成了语气显著化的标记。许多语气词都是由句尾功能词语法化而来，就可证明这一特性。如“吗”来源于句尾的“无”，吴方言的“口伐”来源于句尾的“勿”。这一过程至今仍在发生。邢向东（2006）对神木方言句子后部隐含的省略造成新生语气词（他称为“句中虚词的语气词化”）的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如下面的句子（括号中是隐含不说的意思）：
我们这种人还！（谁也看不起。）

把小张听得来！（甚也顾不上了。）

他认为：“句中虚词的语气词化与该虚词获得结句功能、相关结构的固化是同步实现的。”这是很有见地的论点。汉语句子的尾焦点特征与句尾语气助词的发生和大量使用是互为因果的一种语用—语法现象。如果语气概念是语言普遍现象的话，汉语语气偏重在句子末尾实现并表现为语气助词的特性就是一种语气概念结构化的表现。据此不妨把汉语视为语气概念结构化的语言。这就是汉语语气助词类型学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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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ened English Version


The title of my presentation today is “The Typ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which explains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paper. As it is well known, there is a class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which have been regarded as unique to the language.  The first Chinese grammarian Ma Jianzhong, after an extensive treatment of the modality particles of classical Chinese, declared that the modality particles are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language {助词者，华文所独}。In recent years, in the enthusiasm of explaining Chinese gramm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by Greenberg and Comrie, a few scholars achieved to some degree in discussing the universals of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One of them, however, discredited the popular view among Chinese linguists that modality particles are unique to Chinese and argued that the uniqueness is actually a universal among unrelated languages in Asia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 disagree with him.


The second part is entitled “the Nature of Modality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s.”  To explain the typ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nature of modality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Otto Jespersen, Lu Shuxiang 吕叔湘and Wang Li 王力 and defines modality as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semantics for mood.” To explain the definition, I cite an event from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Cui Yan 崔琰，a high official of the Kingdom of Wei, wrote the sentence 事佳耳 shi jia er “good deeds er” to evaluate what Cao Cao (曹操), the King of Wei, had been doing for the state. The King took offense of the use of 耳 er and put Cui Yan to death. The particle er is an equival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而已 er yi “just that” and the modern spoken Chinese 不过…罢了buguo…bale “only…nothing else.” The sentence 事佳耳 shi jia er indeed contains some dissatisfaction of what Cao did. Evaluation is, indeed, a semantic category. This example tells that modality particles are syntactic forms of the semantic contents of moods. And moods are human universals and expressions of modality are linguistic universals.


The third part, “Parametric Analysis”, selects the following six forms for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English and Russian: intonation, modality verbs, word order, adverbs, parenthetical expressions, modality partic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ese tends to u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for modality.  In yes-no questions, for example:




English 






Chinese



Are you Chinese?





你是中国人吗？



Can John play the piano?


    
约翰会弹钢琴吗？



Have you got something for a headache?
你有治头痛的药吗？ 

While the English questions employs the reverse word order plus a rising intonation, the Chinese ones don’t involve a word order change, but they use the r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modality particle 吗 ma.  Without the吗 ma, they may remain questions all right, but they would sound very stiff, much like retorts or rhetorical questions.  For another example: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This question uses the initial WH word what, the parenthetical on earth and the falling intonation. If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sentence may or may not use a sente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 for questioning.  But, if it does use one, there is a choice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The tone is soft in the above translation, while there will be some surprise in the following one: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The main body of the sentence is the same, but the subtle tones are differentiated by 呢 ne and 呀ya. If translated without a particle like the following:


你到底想干什么？

It indicates anger and dissatisfaction. The subtle differences may have to rely on the context in English.


The Russian sentence below expresses the conjecture mood by a parenthetical expression должно быть, while the Chines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 is the adverb 大概dagai “probably.” But i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呢ne is added, the mood would be more assertive and less conjectural. 




А мой Алексей，должно быть，где-нибудь в катры играет！



我的阿列克谢大概在什么地方玩牌呢！


Chauncey Chu (2006) gives three interesting examples, from which two are cited below:

(1) A: 他家很穷，你就不要跟他来往了。

He’s from such a poor family, you better not be friends with him.

B：他家有三条牛呢。



For your information, they have three head of cattle

(2) A: 你现在等着毕业了，真开心。

You are just waiting to graduate. How happy you must be!

B: 我还得写一篇论文呢。



Well, you know, I still have a thesis to write.

It’s quite obvious that what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呢 ne in Chinese, must be described by multi-word parenthetical expressions in English.  Now imagine what would happen in a reverse manner, i.e. if the English sentences were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f for your information in (1) and well, you know in (2) were respectively translated verbatim as 告诉你 and 是啊，你知道，they would necessarily be very awkward and much less expressive than a single 呢 ne , which, in these contexts, is natural but plentiful in meaning.  The two cases of 呢ne, according to Chu, are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relevance” in the dialogues. While relevance is a discourse concept, it is a sense of natural connec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modality.


In addition, there are multiple uses of two or three sente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s to express compound modality, such as 也夫 ye fu，也哉 ye zai，焉耳yan er，焉哉yan zai，焉耳矣 yan er yi，也乎哉 ye hu zai, etc.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呢吗 ne ma，的呢 de ne，了呢 le ne，了吧 le ba，来着呢 lai zhe ne, etc. in Modern Chinese.


In sum, many devices of modality expression are shared by Chinese, English and Russian.  What English and Russian lack is the sente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s, which are abundant in Chinese. The heavy reliance o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for modality in Chinese, thus, can b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in typology.


The fourth part is “Historical and Dialectal Analysis.”  We recognize that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is kind may be helpful to Sino-Tibetan studies. Though Sino-Tibetan languages are in the employment of sente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s, they differ not only in the number of the particles but also in their form (i.e. phonetic shape) and function. Those particles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have derived from the same sources. Take the yes-no question particle, for example. It is 乎 hu in classical Chinese, 吗 ma in modern Chinese, and ni51 in Jing Po (景颇) of the Tibetan-Burmese family.  It is not plausible to assume that the three forms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乎hu was an Ancient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 while 吗 ma came from the Middle Chinese sentence-final 无wu. It is, indeed, certain that many modality particl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 have developed through history. Then, why is it that no sente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s have developed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ere must be some typological reason for that.  I would like to invit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There has been some progress in this field. Though the well-known linguist Wang Li 王力declared in the 1950s that non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are available in modern Chinese any more, the claim has been revised. I presented an article “From 也ye to 啊a ” at the 37th ICSTLL, which argues for the deriv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啊a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 也ye. The article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China), No. 12. Another scholar has also argued for the deriv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 呢ne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 尔er. In either case, however, the derivation is not direct, but through several stages. We believe that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rivation will help establish the historical typology of the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n addition, the modality particles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quite varied and distinct.  They are not easily exchangeable. This suggests that a study of dialectal modality particles will hopefully lead to a geographical typology for them.


Finally, this paper believes in the following: The fact that Chinese relies heavily o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for modality is a strucu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modality.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be considered a language of modality structu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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